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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大国竞争:
国家与市场的逻辑
———以中美数字竞争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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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间地缘经济竞争模式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变化.
数据、硬件与算法已成为数字时代最核心的生产资料,构成了国家

的数字资源.数字资源包括对用户数据的获取能力、智能算法的编

写能力与核心硬件的研发能力.数字资源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
开始冲击并革新过去的结构性权力.具体来看,数字时代的结构性

权力可分为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领域,分别包括网络安全

和智能武器开发、平台经济和智能生产、区块链与数字货币和数字

媒体的信息传播.随着中美力量接近,中美在各个领域的数字权力

竞争都有所加剧,其中以数字跨国企业和产业链领域的竞争最为激

烈,其次是在网络安全和数字主权货币方面的竞争,而在数字媒体

领域爆发冲突的风险相对较低.尽管数字技术革命在短期内加剧了

中美科技竞争,但在长期仍会强化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因此,中

国一方面需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向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和 “人
类数字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当前数字资源的分布决

定了中国要坚持 “东亚优先”的数字地缘战略,积极推进东亚命运

共同体建设.
关键词　技术革命 数字权力 国家与市场 结构性权力 中

美关系 数字竞争

０１１



数字时代的大国竞争:国家与市场的逻辑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决

定两者关系的正是权力.苏珊斯特兰奇认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仅仅

探讨谁掌握权力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理解权力的来源.① 讨论权力来源显

然不能够脱离具体时空情境,因为在拥有不同生产方式和科技水平的时代,
权力的来源与作用机制是截然不同的.政治权力直接来自对生产的控制权,
生产过程的内在发展形势受劳动力分配方式的影响,而争取控制生产过程的

斗争由技术所决定.② 技术条件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不同时期生产资料和

生产方式的不同,从而导致国家间地缘政治经济逻辑的差异:在以土地为生

产资料的农业时代,强调陆权和征服;在以工业原料为主要生产资料、以社

会化大生产为标志的工业时代,则更在意海权与市场;而在以数据、硬件和

算法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后工业时代,则要重视数据收集和人力资源.③

因此,本文旨在从国家与市场的视角出发,探讨数字技术革命会对大国

竞争逻辑产生何种影响,试图思考如果斯特兰奇见证这个数字时代的巨大变

革,她会如何 “重塑”其理论和分析框架.在进一步讨论之前,需要说明的

是,本文侧重于在理论层面提出问题和概念而非给出明确的答案,侧重于提

供分析框架而非实证研究或政策分析.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数

字时代主要技术特征以及数据、硬件和算法所构成的最核心的数字资源.第

二部分从国家和市场的视角分析数字时代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这四个领

域结构性权力的来源.第三部分以中美关系为例,分析在数字革命的背景下

大国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这四个领域的竞争焦点.第四部分简要总结

全文并讨论上述理论框架所带来的启示.

一、 生产方式与科技水平: 后工业时代的国家权力

如果将１８世纪的蒸汽革命视作第一波工业革命、将１９世纪的电气革命

视作第二波技术革命、将２０世纪后半叶的信息技术革命视作第三波技术革

命的话,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是 “第三波半技术革命”,即数字技术革命.
之所以称之为 “第三波半技术革命”,是因为当前的数字革命实乃２０世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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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叶信息革命的延续.信息革命让互联网变得无所不在,使得电子设备的移

动性大幅提高,传感器体积变小、性能更强、成本更低.数字技术正变得更

为精深、一体化程度更高,由此引发了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变革.① 此次技术

革命的重要特征是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全新的生产资料———
数据.

二战后人类经历了从信息时代到数字时代的飞跃,最直接的表征是数据

的量级经历了数次飞跃.第一阶段从１９７０年代初到１９９５年,出现了早期的

互联网,主要用于政府或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最早的计算机网络架构师们

为在线交流制定了可接受的规则、惯习和执行工具.② 第二阶段从１９９５年到

２０１０年代,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国界,并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商业化.这一

时期计算机网络是产生和获取数据的主要渠道,出现了以亚马逊、谷歌、脸

书、奈飞等为代表的商业互联网公司,它们通过分析用户从浏览到购买的各

类数据以提升用户体验,从而获得更高的市场占有率和用户转化率.在第二

阶段末期,数据开始逐渐成为生产资料,但其价值还未得到国家层面的足够

重视,仅有少数敏锐的科学家和评论家认识到它的革命性价值,如图灵奖得

主詹姆士格雷将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并列为实验范式、理论范式和仿真范

式之后的 “第四范式”.③ 第三阶段从２０１０年代开始至今,人类逐渐进入数

字时代,数据作为生产资料开始应用于各行各业.过去的数据生成主要限于

计算机,而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电话、汽车、冰箱、工厂、医疗设备等

诸多电子设备和传感器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产生海量数据,网络搜索、电

子商务、社会媒体、科学研究等不同领域的海量数据迅速累积,为人工智能

的飞跃提供了充足的养分.④ 新技术的出现使得过去无法被利用的 “数据废

气”被挖掘出潜在的价值.传感器和电子设备将大量过去无法获得的信息数

字化,最终通过数据分析和应用不断提升设备的智能化水平.以人工智能和

机器学习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开始被广泛应用,近年来开始出现云储存、自动

驾驶、区块链和物联网等一系列新技术.
具体而言,数字时代的主要资源可以分为数据、硬件和算法三个方面,

即对用户数据的获取能力、核心硬件的研发能力与智能算法的编写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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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第一,数据成为生产资料,蕴含重要商业和战略价值.数据化开启了一

场 “寻宝游戏”,数据隐藏着未被发掘的价值,成为有价值的公司资产、重

要的经济投入和新型商业模式的基石.① 而获得这些问题的 “答案”会产生

巨额的利润,故而可以一定程度上将数据视为一种全新的不同于农作物和化

石燃料的 “能源”和生产资料.② 电商平台通过预测消费行为精确管理库存、
媒介平台为用户匹配合适的对象、社交媒体为用户预测感兴趣的内容,以及

注意力平台 (门户网站、报纸、博客)则通过精准广告投送将用户的注意力

加以货币化.③ 同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一样,数据的提取也需要能源,
海量计算会消耗大量的电力,最为典型的是人们所熟知的 “挖矿”.④ 因此,
对于生产资料的控制和运用就成为新时代重要的权力来源,即 “数字权力”.

第二,尽管许多数字产业被视为 “虚拟”产业,但这些数据需要以硬件

为载体,包括从最简单的数据储存到高性能的半导体和运算架构以形成算

力.一方面,数字存储成本的降低和容量的上升是触发 “数据大爆炸”的必

要条件.在１９８０年１GB储存空间的成本是１９３万美元,到１９８５年是１０５
万美元、１９９０年是１１２万美元、１９９５年是１１２０美元,而到２０１５年之后其

平均成本则低于００５美元,并且随着云存储的兴起,用户得以在硬盘之外

有了更多的存储空间,为存储越来越多的数据扫清了障碍.⑤ 另一方面,在

硬件方面,大型数据集中呈指数级增长,意味着人工智能算法受物理处理器

数量的限制.⑥ 随着电子设备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硬件生产力成

为重要的数字权力来源,尤其是核心元件的自主开发能力.这种能力并非仅

仅依靠理论研究和大量的资本投入就能在短期内获得突破,而是要靠在工艺

流程上的长期探索与积累,故而时常成为新兴国家数字权力提升的重要

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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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基于数据和硬件所形成的智能算法及其应用.人工智能的本质是

基于有限数据及时做出恰当概括的能力,其应用领域越广,用最少的信息就

能更快地得出结果,也就可以视作是越发 “智能”.① 在多数情况下,机器学

习程序的创造者不可能通过观察它们复杂和不断进化的结构来解决问题,这

些程序不依赖人类来指导它们如何解决问题,反而拥有迅速超越其创造者的

能力、解决人类不可能解决的问题.② 过去一直把建立高效的算法作为主要

研究课题,但最近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研究表明,人工智能的 “知识瓶颈”
可以在许多应用程序中通过机器学习而不是手工编码的知识工程来解决,前

提是要有足够多的数据进行训练.③ 各类网络所蕴含的大数据为机器学习和

算法优化提供了用来训练的大量高维度数据,在相同的初始算法下,用于训

练的数据体量会对最终的效率产生重大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结合上述三个层面来看,未来掌握大量数据和半导体工业基础的国家会

在数字时代竞争中获得更多的数字权力.对于前者而言,这些国家可以利用

庞大的用户数据前期在训练机器上进行深度学习,未来可能会在生物信息识

别、人机互动界面以及自动驾驶等智能决策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对于后者而

言,拥有较强的工业基础和精密仪器生产能力的国家更具优势,因为从半导

体产业的特征来看,工艺复杂并且高度依赖高精度机床,后发国家很难短期

内在芯片、光刻机、集成电路等领域进行 “弯道超车”.

二、 数字革命背景下国家权力结构的四个维度

数字革命可以视作第三波技术革命的高级阶段,数字时代同样延续了２０
世纪后期的体系环境.理解数字革命与早期信息革命之间的关系是解析当前

国家权力结构的基础.在当前体系中,美国仍是霸权国,具有最强的军事力

量、货币主导权、生产能力以及国际话语权,而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
区域一体化和信息化的趋势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而在这个基于规则的

国际体系中,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这四个领域仍然是国际政治经济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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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维度.① 数字时代最为核心的变化是数字资源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资料在国

际竞争中日益重要,从而赋予这四种结构性权力以新的时代特征.因此,通

过重新修正斯特兰奇关于国家与市场的理论模型,有助于构造一个理解当前

生产、交换和分配体系的分析框架.

图Ｇ１　数字时代的国家间权力与竞争方式

本文在斯特兰奇的理论基础上,提出 “数字权力” (digitalpower)的概

念.如图Ｇ１所示,硬件、数据和智能软件构成数字时代最为重要的资源,国

家的数字权力是一种形成和决定各类数字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即国家通过

结构性框架来创造、占有和运用数字资源,以及促进/阻碍他国创造、占有

和运用这些数字资源的能力.数字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而非联系性权力,
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国之间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它是一种决定办事方法的

权力,是构造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或国家与公司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
它可以分为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领域.②

(一)安全结构

数字安全权力源自能够威胁他国安全或生产的能力,数字革命对国家的

安全权力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在２０１８年的 «国防战略报告»中指出,国

家安全环境受到技术进步和战争性质变化的影响,新技术包括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机器人等,这些技术确保美国可以打赢未来的战争.③

人工智能颠覆了军事现状,能将不同传感器的数据加以融合使用,将分散的

力量更好地结合起来,提高网络战争的进攻性能力,并且使用各类自主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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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形成统一所有领域 (陆、海、空、网络和空间)的作战理念.①

网络战和自动武器系统的发展正在冲击国家安全结构和数字生产过程.
国家之间的网络联结成为海陆空天之外的 “第五维度”,但也由此而引发相

应的安全问题.国家或个体可以通过逻辑炸弹、病毒、蠕虫、包嗅探器和获

取击键记录等方式,对他国进行渗透甚至破坏物理设施.② 网络领域的敏感

性和模糊性,导致网络攻击引发误判的概率往往高于常规武器,使其经常成

为国家间安全竞争的重要议题:第一,随着数字技术迈向自动化,人工智能

可以对网络攻击所涉及的任务进行自动化处理,攻击者可以利用不断增长的

深度强化学习,实现高精度和大规模的攻击.目前一些防御措施难以抵御智

能化的攻击,因而在网络安全领域进攻方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二,网络领域

缺乏战略纵深空间,它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出现或消失,受害者往往要在缺乏

决定性证据的情况下对攻击来源做出判断.由于网络攻击的门槛较低,任何

个人或公司都可从事这类活动,攻击者的身份、动机都非常模糊.③ 但国内

因素又迫使国家要对数字间谍活动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国家对于网络安全

的反应往往较为激烈,这也加剧了数字间谍活动的战略后果.④

数字技术还可以通过自动武器系统来增强常规武器的能力.一些分析人

士将人工智能的反应速度和规模描述为一场军事革命的先兆,未来可能会触

发全球 AI军备竞赛,甚至改变战争的性质:首先,智能算法无论在战术还

是战略上都能极大地扩展和辅助国家的决策与行动力,如筛选侦查图像、处

理后续报告、整合信息、提供战争形势分析,同时它还能够武装军用机器人

的大脑、帮助其保持方位、适应地形和进行军民识别等;⑤ 其次,用智能算

法装备部队是 “占优策略”,这些趋势可能导致大国争相对其能力进行智能

化改造,造成智能军备竞赛,并增加对国家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诱惑力.同

时,军事人工智将来有可能加快战争的速度,甚至使机器的行动超越人类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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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者控制,导致局势失控和引发大国冲突.①

总体而言,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逐渐改变国家的安全结构,安全领域的

数字权力对于国家的研发资金和工业基础存在极大的依赖.因此,尽管小国

或非国家行为体可以使用部分低成本的网络攻击或无人机,但是以数字资源

为基础的智能化是大国的专利,未来通过各类新型数字技术来重塑安全环境

的国家将获得决定性的战略优势.
(二)生产结构

生产权力在于决定生产什么、由谁进行生产、使用何种组合进行生产以

及报酬的分配.数字技术革命对于生产结构的冲击在于,它影响了具体的产

品、生产过程乃至生产关系.生产结构受到数据、硬件和算法的影响,硬件

生产能力、应用能力和庞大的用户基础都可以成为国家权力的来源.
当前,数据日益被国家视作重要的战略资源.各国逐渐重视数字主权,

越发在意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和数据的独立性、控制性和自主性.美国高度

警惕中国企业获取其用户数据,欧盟也同样通过立法来保护其数据不被美国

公司所滥用.同样,中国２０２１年６月通过 «数据安全法»,建立数据分类分

级保护和安全审查等制度,严格管理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重要民

生、重大公共利益等的国家核心数据.② 由于获取他国用户的数据正变得日

益敏感和更为困难,因此拥有庞大智能移动电子设备 (尤其是手机)用户的

国家在当前国际竞争中具有天然的 “数字权力”优势,这些国家得天独厚,
据有可以训练智能机器的资源,更利于在应用层面发展高效算法.

在算法和硬件层面,目前来看,数字革命带来的结果是市场权力向国家

转移,促使跨国公司 “再主权化”.早期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变革是跨国

公司的兴起,它们从特定市场转向为多个或全球性市场进行设计和生产,使

国家权力部分向跨国公司转移.③ 但随着数字资源的主权化,国家对算法与

硬件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不断增加,生产领域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反而成为数字

权力的来源.由于彼此产业链的高度依赖,一旦尝试 “技术脱钩”,那些拥

有更多不可替代性技术的国家就会对产业链下游国家造成更大伤害.
故而,生产领域的竞争凸显了跨国公司的国籍特征.传统互联网公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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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向上游渗透,加入新型智能硬件设备和服务制造等新型领域的竞争,通过

布局新型智能硬件制造和推进研发内部化,力图牢牢控制高附加值环节,带

动行业的深度纵向整合.① 企业利益进一步与国家利益重合,高科技跨国公

司在开展跨国业务时愈发受到母国与东道国 “政治正确”的规制,国家对技

术的理解形成了较为明确的技术主权观念,高科技跨国公司与母国之间的

“捆绑”由此亦愈发明显.② 因此,传统互联网巨头在日益加剧的数字竞争中

被母国无形地赋予了国家使命,如获得在底层技术上的优势、取得对核心数

据的控制权、保障重点产业链对于他国的反制能力等,从而确保母国在数字

时代的经济安全.因此,具有强大且 “主权化”的数字企业也是当前数字权

力的重要来源.
(三)金融结构

国家在金融领域的权力来源于两个方面,分别是支配信贷和国家间货币

兑换的权力.信贷主要存在于市场层面,货币兑换权则是在国家层面,而以

数字支付系统和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金融技术则从这两个方面影响到金融

结构.
在金融领域数字化初期,电子支付系统是早期平台最为核心的业务之

一,且正在逐渐成为全球支付的主流.２０１８年美国、英国、中国和瑞典等国

的现金支付比例已经下降到一半以下,中国的网络支付用户规模从２０１６年

底的４７ 亿 人 上 升 到 ２０２０ 年 底 的 ８５ 亿 人,使 用 率 则 从 ６４９％ 上 升 到

８６４％.③ 数字支付的普及使得平台不仅可以通过大量的资金沉淀获利,还

能够积累大量用户的消费行为与支付数据,并根据大数据更为精准地进行放

贷,从而侵蚀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的权力.
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则进一步在货币汇兑等领域冲击传统金融结

构.区块链是一种拥有交易记录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其数据库由所有网络节

点共享,参与者就共享数据库状态的更改达成一致,而不需要去信任任何网

络参与者或管理者.④ 第一代区块链技术在金融层面的应用以比特币等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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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为代表,其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具有不可更改和消除的安全属性.①

而数字支付系统则是区块链技术在金融系统的应用,它可能会成为 “货币互

联网”.区块链货币的核心功能是以物联网连接机器的方式连接金融,其中

任何交易都可以在个人间两两进行.② 这种去中心化、点对点的加密货币允

许支付直接从一方发送到另一方,而无需经过金融机构认证,并且区块链技

术可以通过 “采矿”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③ 由于加密货币的支付系统具有

成本低和灵活性较强的优势,它可以在各国法币和其他各类加密货币之间进

行转换,且不受交易时间限制.加密货币通过支付处理器来支付商品的费用

为１％,而传统的支付方式如信用卡则需要２％—３％.④ 居民还可以通过购

买本国数字货币然后将其转化为他国货币的方式来规避传统金融机构的监

管.因而,加密货币出现后,会对传统主权货币体系造成一定冲击,中美等

主要大国一直存在如何限制数字加密货币的讨论.
然而,由于存在交易速度慢、波动性过高等缺陷,加密货币使用率仍然

远低于传统货币.当前出现了介于传统货币和无监管数字货币之间的折衷路

径,即主权国家监管下的数字货币.在私营机构缺乏宏观视角的情况下,政

府有责任对其进行监管.一个集中的系统可能比多个不受监管的私人系统更

安全,并且主权区块链具有更强的能力来打击黑客和防止欺诈.⑤ 主权国家

监管下的数字货币可能会引发数字货币从 “去中心化”到重新 “中心化”的

趋势.主权区块链建立在一个封闭的、由国家控制的系统中,并拥有一个由

国家提供的强大治理层,该层位于区块链之上,并有权对其进行修改.这一

变革正逐渐引发国家间的货币主导权竞争.国家如果可以在数字加密货币上

获得足够的话语权和规则制订权,就可以打破现有的货币汇兑体系,建立一

套高效率和颠覆性的新型金融制度.这也是国家未来在金融领域结构性权力

的重要来源.
(四)知识结构

信息快速传播是数字时代的另一重要特征,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带来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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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信息时代,权力正在转移到 “富有信息”者而不是 “富有资金”者手

中.① 知识领域的结构性权力源于两方面,一是产生知识的能力以及话语权,
另一是传播和确认知识的能力.数字技术革命对于前者的影响在于,智能翻

译和传播技术加速了国家间的文化交流,而对于后者的影响则在于社交媒体

可以通过真假莫辨的信息操纵舆论,并影响国家内外的政治进程.
一方面,技术革命导致国家间的交流更为频繁,智能翻译和传播技术扩

大了国家间知识性权力的不对等.知识性权力需要国家的主导文化和理念更

接近于普遍性的全球规范、拥有更多的传播渠道、对如何解释问题有更大的

影响力.② 技术进步大大降低了信息处理和传输的成本,通过广播和电视广

播进行公共外交的日子业已过时,然而信息的丰富又会导致 “注意力稀缺”,
社交媒体算法的设计就是为了吸引关注,与过去相比,国家的声誉变得更加

重要,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往往以建立和破坏信誉为中心.③ 人工智能

正逐渐打破过去阻隔交流的语言屏障,智能翻译软件的日益成熟让弱国的民

众可以凭借较弱的语言基础,便可获取西方的书籍、媒体乃至电影,软件的

“图片识别＋智能翻译”功能正逐渐消除语言带来的阅读障碍.④ 当今世界,
信息革命改变了国家能够控制的幅度,低廉的信息流动引起信息渠道的巨大

变革,国家更加容易被渗透.⑤ 而对于传播能力较弱的边缘文化群体来说,
大量信息的广泛传播还导致国家内部意识形态受到更强的外部冲击,带来政

治安全层面的风险.在未来,SpaceX等高科技公司所发展的卫星网络技术会

进一步打破全球范围的信息壁垒, “星链计划”通过１２万颗近地轨道卫星

提供覆盖全球的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届时不同文化、不同制度的知识将可

能面临同台竞争.优质的内容生产本身就是知识权力的重要来源,技术革命

则加倍放大了上述知识权力.
另一方面,数字革命加快了知识传播速度,并在信息层面引发了 “去中

心化”趋势.由于数字媒体的爆发式增长,基于网络２０技术的社交媒体日

益丰富,并开始嵌入整个社会与政治过程之中,推特、脸书、微信、微博、
抖音等各类社交网络和视频网站都带有一定的自媒体功能,从而造成信息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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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 “去中心化”.过去民众需要通过由精英控制的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

来获取信息和进行动员,如今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成为新型信息的载体,在特

定时机下大众创造的信息同样可在知识领域产生巨大影响.信息革命也使微

观层面的互动更为频繁,给国内治理带来新的挑战,最典型的案例便是 “阿
拉伯之春”,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居中起到了重要的传播和动员作用.① 在

西方发达国家,其所谓民主选举过程很容易受到大数据和智能技术的影响,
竞选双方时常指责对方用定向发布虚假信息等方式赢得投票,或者怀疑外部

力量通过影响信息传播的方式干预其内部选举过程.因此,拥有和影响庞大

社交媒体用户是知识结构性权力的重要来源.
(五)小结

数字技术革命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领域深刻地影响了国家与

市场的关系.如表Ｇ１所示,数字技术革命赋予结构性权力以新的时代涵义:
在安全层面,维护网络安全、掌控智能武器是数字时代安全权力的重要来

源;在生产层面,掌握用户数据和拥有强竞争力的数字高科技企业,决定了

数字时代生产权力的强弱;在金融方面,掌握互联网金融和主权数字加密货

币越来越成为金融权力的重要组成;在知识层面,掌握信息传播工具和能够

影响用户偏好的国家,则拥有更强的知识权力.

表Ｇ１　数字时代结构性权力的来源与内涵

结构性权力的来源 结构性权力的内涵

安全 威胁他国安全或生产的能力 维护网络安全、掌控智能武器

生产 决定生产以及报酬分配的能力 用户数据、数字高科技企业

金融 支配信贷和货币汇兑的能力 互联网金融、主权数字加密货币

知识 产生、确认和传播知识的能力 信息传播工具、影响用户偏好

三、 数字权力与中美数字竞争

数字技术革命对于结构性权力进行了全新的定义,这也使得数字时代中

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出现了新的内容和现象.网络安全、平台经济、数字加密

货币以及社交媒体分别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领域影响国家与市场

１２１

① 参见 GiladLotanetal,“TheArabSpring| theRevolutionsWereTweeted:InformationFlows
Duringthe２０１１ TunisianandEgyptianRevolutions”,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munication,Vol５,
２０１１,pp１３７５Ｇ１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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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数字时代全球范围内的权力不平等总体呈上升态势,以数据、硬件

和智能应用软件为代表的数字资源主要集中于中美等主要大国,也即大国拥

有更为先进的智能武器,在数字经济平台、网络社交软件、数字货币支付等

领域中美都领先于其他国家,① 因而中美数字科技竞争成为当前大国技术竞

争中最重要的话题.这种竞争既包括提高自身能力以获取更多数字资源,也

包括阻碍竞争对手获取数字资源.

表Ｇ２　大国竞争视野下的数字结构性权力

较高的硬件依赖
(潜在风险较高)

较低的硬件依赖
(潜在风险较低)

数据流动性低
(互动频率较低) 安全结构 知识结构

数据流动性高
(互动频率较高) 生产结构 金融结构

但是,中美在这四个领域权力竞争的频率和风险不尽相同,因而需要结

合数字时代的背景进一步深化斯特兰奇的理论,通过类型学区分来展示这些

领域间的内在联系.作为数字权力来源的数据、硬件和算法这三种数字资源

———其中硬件和数据推动了智能算法和应用的形成 (见图Ｇ１),因而表Ｇ２用硬

件依赖程度的高低和数据流动性的高低这两组二分法区分四种结构性权力.
数据流动性高意味着国家间互动频率更高,反之亦然.在安全和知识领域,
国家可以通过部分物理隔绝等方式来阻碍数据流动,数字脱钩的难度和成本

相对较低.而在生产和金融领域,大国之间互相依存更强、难以实现脱钩,
因而存在高频互动,也意味着会有更多摩擦和相对较弱的可控性.而硬件依

赖程度主要用于衡量国际竞争中的潜在风险:在知识和金融领域,更多依靠

算法、理念以及用户体验等软件创新,对硬件的技术门槛依赖度相对较低,
技术遏制的致命性相对较低.而安全和生产领域对硬件的依赖较高,硬件可

以成为关键卡脖子技术,严重威胁另一方的安全和发展,因而潜在的风险更

高.本文第三部分将用具体案例讨论中美在各领域的科技竞争.
(一)中美在安全领域的数字竞争

由于智能武器主要存在于战略层面,许多设想的未来前景仍处在研发或

初步应用阶段,当前中美在安全领域的数字竞争主要集中于网络安全问题,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的问题形成时期,中美两国尝试就网络安

２２１

① 参见阎学通:«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３６—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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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问题达成部分共识.２０１０年前后,网络安全真正成为中美商讨的重要议

题,当时美国正式成立了网络司令部,奥巴马政府开始在大量场合就网络安

全问题向中国施压.２０１３年６月两国元首会晤之后,中美两国开始就网络安

全进行合作,中国成立网络事务办公室同美方进行沟通.尽管中国此间遭受

不少来自美国的网络攻击,但在 “斯诺登事件”发生之前,中国也并未将这

些攻击视作政府行为.①

第二个阶段是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开始出现竞争.

２０１３年６月,斯诺登揭露了美国滥用互联网技术优势对各国进行监听的丑

闻,这一事件也让中国意识到美国宣扬 “互联网自由”背后所隐藏的网络间

谍活动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巨大隐患.２０１４年２月,中国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各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２０１４年,
美国指控五名中国军人为网络间谍,试图在网络空间实施 “长臂管辖”,中

美网络安全竞争加剧.但这一阶段中美之间的竞争仍然停留在外交层面,即

美国使用的主要工具仍然是制裁、点名和羞辱,并未上升到战略竞争层面.②

中国也同样以外交方式进行回应,在２０１４年５月发布了 «美国全球监听行动

纪录»,指责美国的网络间谍行为危害全球网络安全.③ 此后中国进一步意识

到网络主权的重要性,在２０１５年通过了 «网络安全法»草案,规定要 “重
点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惩治攻击破坏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境外组

织和个人”,表明了维护国家网络主权的决心.④ 尽管竞争加剧,但在这一阶

段美国仍未试图进一步升级竞争.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中美举行了三次打击网络

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在打击网络犯罪等问题上仍存在共识,即

便在特朗普上台之初,中美仍然部分保持沟通.
第三个阶段从２０１８至今,中美网络安全竞争上升到战略性竞争层面.

２０１８年以来,美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转向奉行先发制人战略.美国 «２０１８
年国防部网络战略»指责中国 “不断从美国公共和私营部门机构窃取敏感信

息,正在侵蚀美国的军事优势和经济活力”,对美构成 “长期的战略风险”,

３２１

①

②

③

④

«中国掌握大量数据显示美国对中国目标发起网络攻击»,路透社,https://cnreuterscom/
article/CNTopGenNews/idCNCNE９５４０７D２０１３０６０５.

JosephNye,“DeterrenceandDissuasioninCyberspace”,InternationalSecurity,Vol４１,No３,
２０１６,pp４４Ｇ７１

«‹美国全球监听行动纪录› (全文)»,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n/２０１４/０５２７/
c４０６０６Ｇ２５０６８０６１html.

«织就网 络 安 全 的 “法 网”———网 络 安 全 法 六 大 看 点 解 析»,人 民 网,http://npcpeople．
comcn/n１/２０１６/１１０８/c１４５７６Ｇ２８８４３８５５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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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出了 “前置防御”的概念,强调在网络危害发生前先发制人.① 在这一

战略理念指导下,网络安全问题不再是单独的技术、法律或外交问题,而是

美国对华战略的一部分.在行政和立法部门加大协同的背景下,美国推出

«２０２１战略竞争法案»«无尽边疆法案»«捍卫美国法案»等一系列涉华法案,
进一步在网络安全领域施压中国.这些措施也促使中国进一步强化数据安

全,在网络安全政策中出台更多防御性措施,包括通过 «数据安全法»和

«个人信息保护法»,加强数据管理和安全评估.同时,中国在２０２０年提出

了 «全球数据安全倡议»,重申各国有责任和权利保护涉及国家安全、公共

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数据及个人信息安全.②

中美在安全领域的矛盾不断积聚,很大程度源于中国实力不断提升后美

国所产生的焦虑.英国媒体在２０２１年推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指数,用于衡量

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创新和实施水平,其结论是美国在数字领域的

实力最强 (１００分),中国虽然总体实力 (６２９２分)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
但在政府战略、运行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已具有部分优势,并且明显领先

于第三名英国 (４０９３分).③ 谷歌前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则认为,尽管当

前美国相对于中国仍然具有优势,但在十年后中国将在超级计算机、５G基

站数量上远远领先美国,并且可能在经济规模上超越美国.④ 尽管中国在安

全领域提升能力引发了中美结构性矛盾,但需要看到的是,大国在网络安全

问题上的竞争仍然相对可控,美国主要是以经济制裁和司法起诉为主.罗伯

特杰维斯认为,美国的这些措施只具有象征意义,并不愿意让冲突升级,
不会将大规模网络攻击或者军事行动作为报复性选项.⑤

(二)中美在生产领域的数字竞争

数字生产的跨国特征和数字主权的边界性之间的冲突,促使国家在生产

领域展开竞争.中美的生产竞争关键在于以公司为抓手、较之对手获取更强

的数字资源并将其用于生产的能力.当前中美两国的竞争遵循从市场到国家

的逻辑,最初主要集中于软件应用层面,但随着中美力量对比逐渐接近,并

４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partmentof Defense Cyber Strategy ２０１８, https://
mediadefensegov/２０１８/Sep/１８/２００２０４１６５８/Ｇ１/Ｇ１/１/CYBER_ STRATEGY _ SUMMARY _ FINAL．
PDF

«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２０２０Ｇ０９/０８/c_１１２６４６６９
７２htm.

TortoiseMedia,“TheGlobalAIIndex”,https://wwwtortoisemediacom/intelligence/globalＧai/
EricSchmidt,“SiliconValleyCouldLosetoChina”,TheNewYorkTimes,February２７,２０２０
RobertJervis,“Some Thoughtson Deterrenceinthe CyberEra”,JournalofInformation

Warfare,Vol１５,No２,２０１６,pp６６Ｇ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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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国家行为的介入,数字竞争开始蔓延到数据所有权和硬件生产.
中美在生产领域的数字竞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谓２００４

年 (尤其是２０１１年后)到２０１８年前后的中国国内市场竞争.其代表性案例

包括阿里巴巴与eBay和亚马逊中国的竞争、腾讯旗下 QQ 与微软旗下 MSN
以及华为与苹果的竞争.腾讯的份额从２００３年的７４３％上升到２００９年的

８４４％,而 MSN的份额则从２００３年的１１２％下降到２００９年的４６％;淘

宝的份额从２００３年的７８％上升到２００９年的８６４％,而eBay的份额则从

２００３年的７２４％下降到２００９年的４６％.① 西方科技巨头在中国市场失败的

原因众多,有研究者曾通过访谈予以总结,具体包括在中国强制推行全球商

业模式、不适应本地基础设施和用户行为、对中国团队没有信任和授权、无

法应对本地企业的竞争,等等.② 以亚马逊为例,亚马逊在２００４年通过收购

在线电商卓越网进入中国市场.与其中国电商对手相比,无论是差异化产品

还是在物流和营销方面,亚马逊都缺乏因地制宜的差异化做法,因而无法在

激烈竞争之中获得优势.亚马逊中国在中国B２C市场的份额从２０１２年的１５％
降至２０１８年的不到１％,主要市场份额都被阿里巴巴和京东占据,最终被迫退

出中国电商市场.③ 在这一阶段基于市场层面的竞争中,依托庞大且有着巨大

潜力的国内消费市场,中国企业能够及时调整和更新算法,更细致地推出符合

本土用户需求的数字产品,在应用层面并不输美国数字平台巨头.
第二个阶段大约是从２０１８年开始至今.中美数字企业竞争开始涉及硬

件、数据和产业链方面,关于市场份额的竞争开始也从中国市场扩散到全球

市场,最终使生产结构的竞争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中国企业开始拥有较强

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品牌营销渠道,阿里巴巴的云服务和电商平台、腾讯的通

信和游戏业务、华为在手机和通讯领域的技术都不亚于美国企业,与美国企

业的合作也处于对等或强势地位.上述变化让中美在科技产业上的固有合作

模式发生改变,开始趋向于竞争.而跨国公司容易成为母国进行国际产业链

竞争的一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地缘竞争,美国则开始动用司法管辖等国家

机器打击美国企业的商业竞争对手,甚至作为盟友的法国也未曾幸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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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Jia Lu, “American Internet Companies Predicamentin China: Google,eBay,and MSN
Messenger”,JavnostＧThePublic,Vol１８,No１,２０１１,pp７５Ｇ９１

FengLi,“WhyHaveAllWesternInternetFirms(WIFs)FailedinChina? APhenomenonＧbased
Study”,AcademyofManagementDiscoveries,Vol５,No１,２０１９,pp１３Ｇ３７

ArjunKharpal,“AmazonIsShuttingDownItsChinaMarketplaceBusiness HeresWhyItHas
Struggled”,CNBC,April１９,２０１９

例如２０１３年的法国阿尔斯通案.参见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马修阿伦: «美国陷阱»,
法意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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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开始在高端智能手机、芯片和通讯技术等领域采取更激进的国家

行为后,中兴和华为等中国数字企业率先受到冲击.中国在２１世纪初几乎

无法在第三代和第四代移动网络技术领域拥有发言权,但是随着华为技术和

市场占有率的提升,中国开始获得标准制定权.２０１６年,国际移动通信标准

化组织３GPP确定将华为的Polar码 (极化码)作为增强移动宽带场景的控制

信道编码方案.２０１８年,美国司法部以违反制裁禁令为由调查华为,并在

２０１９年起诉华为,此后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及７０家关联企业列入贸易管制黑

名单,禁止其获取使用美国技术的元器件和产品,并且通过 “长臂管辖”迫

使半导体企业停止对华为供应芯片.拜登政府延续了上述打压政策,２０２１年

３月收紧了向华为出售产品的许可证,进一步限制向华为供应可用于５G设备

的产品.① 到６月份,拜登政府修改了特朗普签署的１３９５９号行政令,扩大

了打击范围,禁止所有美国投资者购买或投资美国政府认定为 (包括华为在

内的)有中国军方背景的５０余家公司.② 这一系列打压限制举措对华为在全

球范围内的智能手机和通讯业务造成严重影响.华为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

占有率从２０１２年二季度的３３％曾上升至２０２０年二季度的２０％,相比之

下,苹果从２０１２年二季度的２３％下降至２０２０年二季度的１３５％,但随着

美国 对 华 为 制 裁 生 效,到 ２０２０ 年 四 季 度,华 为 的 市 场 份 额 迅 速 下 降 至

８４％,而苹果则上升到２３４％.③

总体而言,在中美数字科技竞争早期,美国对限于应用层面的数字平台

企业之间的竞争尚不敏感.由于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一个国家从创新中致

富并不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贫穷,但是当竞争涉及高科技竞赛的战略影响

时,一方得益显然是另一方的损失.④ 在面临他者产业崛起的挑战时,美国

政府就会动用经济外交手段打压对手,通过与企业联合打造一个基于技术、
金融与市场的全球产业生态系统,确保美国的产业控制地位不受挑战.⑤

(三)中美在金融领域的数字竞争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区块链的重要作用在于以较低成本实现不同货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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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转换,从而削弱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价值.当一种无需国际中介机构就

可向终端用户提供数字交易的官方交易媒介出现后,这种货币可能很快成为

国际交易的主要媒介.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只能开发本国与之竞争的主

权数字货币,并推动在国内使用这些货币.① 然而,在主权国家区块链金融

出现后,国家间的货币竞争并未明显加剧,中美在金融领域的数字竞争相对

缓和,主要原因是两国数字货币的发展路径存在一定差异,中国发展央行数

字货币,而美国则是通过商业公司来发展稳定币.
中美在金融领域的数字竞争源于２０１９年前后.过去美国的金融优势在

于提供美元债务、国际支付和货币兑换体系,这一体系主要依赖建立在环球

同业银 行 金 融 电 讯 协 会 (SWIFT) 和 纽 约 清 算 所 银 行 同 业 支 付 系 统

(CHIPS)之上的全球跨境结算支付系统.对中国来说,由于美元在金融领域

历史上形成的传统优势,人民币几乎很难通过建立一套替代性制度与其竞

争,因而人民币国际化障碍重重.而数字技术革命提供了另一种路径,即以

央行数字货币的形式来回避上述体系,实现储备资产、跨境支付和国际债务

计价方式等功能.
自２０１７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相继完成兑换

流通管理、互联互通、钱包生态三大主体功能建设.２０１９年末,开始分两批

在１１个城市试点,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超１３２万

个,覆盖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领域,累

计交易７０７５万余笔、约３４５亿元.② 中国的数字货币电子支付 (DCEP)在

国内市场的开发和试行,标志着中国朝人民币国际化的既定目标又迈出了重

要一步.③ DCEP初期不会对现有银行体系造成太大冲击,仅仅改变全社会支

付和使用现金的习惯和方式,但从中长期看,不仅将颠覆全社会征信体系,
而且将重塑银行体系,搭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架构,重构全球跨境资金支付

规则.④ 不仅如此,它还将使中国处于主权数字货币的领先地位.据统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约有７１％的企业表示有使用或提高跨境人民币结算

比例的意向,这意味着人民币在 “一带一路”国家内部逐渐被接受,也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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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对冲美元霸权提供了重要契机.①

基于中国在央行数字货币领域取得的初步成就,美国开始意识到未来可

能的竞争.如民主党众议员比尔福斯特在国会敦促美联储加快在央行发行

数字货币的研究.② 但美联储目前认为扰乱其控制的系统没有先发优势,因

为超过６０％的外国银行储备以及近４０％的世界债务都以美元计价.２０２０年

２月,美联储理事莱尔布雷纳德曾表示,美联储正在开发自己的２４小时实

时支付和结算服务,③ 但美联储目前尚未有实质性行动.美联储主席杰罗

姆鲍威尔对此态度相当摇摆和犹豫,一方面表态不禁止加密货币,另一方

面又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像中国那样推动央行数字货币,④ “更重要的是,把它

做对,而不是做第一个.”⑤

目前美国主要通过商业公司的加密货币作为美元体系的补充.商业公司

在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同时,试图改进比特币波动过于剧烈的缺点,从而提供

一种中心化资产抵押发行代币,即锚定特定或者一篮子货币的 “稳定币”,
其中较为知名的稳定币包括脸书的 “天平币” (Libra)、摩根大通的 “摩根

币”(JPM Coin)和贝宝的 “贝宝币” (PayPalCoin)等.但由于监管机构犹

豫和反对,多数稳定币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以脸书为例,它在２０１９年６
月公布了Libra构想,尝试将其用于全球电子支付场景,但很快遭到各国监

管者的激烈反对,在国会也遭到猛烈抨击.扎克伯格在国会为此项目辩护时

声称,如果扼杀了Libra,美国可能在加密货币竞赛中输给中国.⑥ 此后,脸

书将Libra改名为 Diem,并且表示将一篮子货币改为以美元为基础,但仍一

再推迟计划,至今未能发行数字货币.需要看到的是,尽管美国目前态度消

极,中美尚未形成激烈的数字货币竞争,中国暂时获得部分领先优势,但未

来美国仍可能卷入其中、加剧竞争,因为数字货币与其他传统金融工具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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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操作性会给非参与国带来外部性,这些溢出效应会越来越多地将其他国

家纳入这场数字货币冲突.①

(四)中美在知识领域的数字竞争

知识领域的竞争涉及观念和意识形态问题.由于物理上的相对阻隔,中

美在知识领域的竞争烈度和互动频率较低,也更隐蔽化,迄今经历两个

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美式自由主义观念扩张时期.在这一阶段,

中国希望增加更多监管,美国则倡导 “互联网自由”.在知识结构中,中美

最早的争端是２０１０年谷歌以 “遭受网络攻击”和 “网络审查”为由退出中

国,此后中美对此愈发分歧.２０１１年９月,中俄等国向联合国提交 “信息安

全国际行为准则”文件,就维护信息和网络安全提出一系列基本原则,强调

各国不应利用包括网络在内的信息通信技术实施敌对行为、侵略行径和制造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② 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亚当谢加尔认为,
这可能与互联网的自由原则不一致,因为美国不仅关注网络安全,还关注

“信息自由流动对封闭威权国家内部的影响”,最典型的案例是推特和 “阿拉

伯之春”.③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迪拜举行的世界国际电信会议上,国际电信联

盟就国际电信条例重开谈判,但仍未达成有效共识,主要问题是美国及其盟

友反对政府对互联网进行监管.④ 此后较长时间,中美在一系列国际场合都

未能就上述问题达成共识,而美国主要社交媒体巨头如脸书和推特也始终无

法进入中国市场.
第二个阶段是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之后至今.美国逐渐意识到互联网过度

开放的安全风险,并认定中国对其构成部分意识形态风险.一些研究表明,
虚假新闻可能影响到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的结果,例如 «自然»杂志一篇文章

认为,０１％的人分享了近８０％的假新闻来源,但最终有２７％的人获取过相

关的假新闻.⑤ 此后,美国一直未曾停止对外国力量干预美国选举的指控.
美国情报机构在多次评估后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为特朗普２０１６年的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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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势,并削弱了希拉里克林顿的优势.同样在２０２０年大选前后,特朗普

内阁的成员也曾指控中国试图破坏美国的选举设施.① 尽管美国也出现了中

国试图干预美国大选的阴谋论,但美国官方情报机构没有采信上述观点,美

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调查结论认为,中国没有干预美国大选或向任何候选人及

政党提供资金.②

与此同时,美国对华批评也开始从阻碍互联网开放逐渐转向所谓的 “数
字威权主义”.２０２０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责中国 “实
施数字监控和输出数字监控技术,并利用新的影响力来塑造数字领域的规

则”,认为这与美国使用互联网和网络技术的目标背道相驰,建议美国 “联
合盟友开放和部署中国５G技术的替代方案,限制中国恶意监控技术和数字

威权主义的传播”.③ 拜登在 «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中则更为具体地提到

民主国家面临的新威胁,包括跨境侵略、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数字威权主

义等.④ 部分美国智库也开始建议美国打造一个 “西方数字联盟”,以应对来

自中俄的挑战.⑤

由于仍主要限于社交媒体问题,中美在知识领域的竞争短期内不会演变

为激烈的意识形态对抗.在这方面,中美双方互动频率相对较低,话语竞争

不像在生产和安全领域那样迫切,并且拜登政府推动针对中国的价值观联盟

仍然存在诸多现实困难.⑥ 但风险较低并不意味着这一领域不重要,事实上

更广义的知识竞争还包括知识和理念的创新,涵盖从大数据、区块链到元宇

宙等数字理念的发展.长期来看,大国在数字技术方面的优势需要知识和理

念创新先行,这种创新可能比硬件生产工艺和数据所有权等问题更加根本.
(五)小结

数字技术革命发生在２０１０年左右,到２０１９年前后,中美数字竞争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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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险都大幅上升,中美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领域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竞争:第一,中美在生产领域的潜在风险和频率最高,美国对中国高科

技企业实施了前所未有的打压;第二,在安全领域,美国不断因网络安全问

题而对中国施压,对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竞争潜在风险较高但仍然可控;
第三,在金融领域,中国推动的主权数字货币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尽管尚未

发生实质性冲突,但冲突一旦出现则可控性相对较低;第四,在知识领域,
由于相对的物理隔绝且双方暂时对国内政治趋于谨慎,短期内尚不会爆发大

规模冲突.

四、 结　　语

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时代,它是继农业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一

种文明新形态.数字技术革命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领域重塑了结

构性权力,也为新时期中美大国竞争增加了新内容,即中美在网络安全、数

字企业、数字货币和社交媒体等领域都在展现不同程度的竞争,而竞争的差

异也给未来中国的数字战略带来如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从整体战略上看,中国要努力打造 “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数

字思维将取代地缘政治思维,成为影响大国决策的主要战略思维.① 数据是

数字时代重要的生产资料,不同于农产品或工业原材料,数据具有更强的流

动性和可共享特征.短期来看,国家对于数据流动的规范是基于国家安全和

数字竞争的必然选择,但长期来看,数据不可能完全主权化,而是要在安全

与效率之间寻找平衡点,进一步实现互利共赢与推动技术创新.因此,中国

要致力于构建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推动数字领域的 “去安全化”,在有序、
开放、安全、和平的原则下,在中美之间探寻利益共同点.

其次,从数字权力的来源来看,中国需要从自身数字权力的特点和优势

出发,推动国际数字治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用户

群体,截 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中 国 网 民 规 模 为 ９０４ 亿、互 联 网 普 及 率 达

６４５％,构成了中国蓬勃发展的庞大消费市场.② 庞大用户和以手机为代表

的传感器数量是中国数字权力的重要来源,也是中国首次以科技前沿国家的

１３１

①

②

阎学通:«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第５４页.
«第４５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全文)»,中国网信网,http://wwwcacgov．

cn/２０２０Ｇ０４/２７/c_１５８９５３５４７０３７８５８７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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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获得技术革命的红利.中国拥有海量的基础数据,在此基础上培养了诸

多拥有优秀应用算法的世界顶尖公司,因而在网络安全、数字平台企业、生

物信息识别、互联网金融和数字加密货币、理解用户偏好等领域处于世界领

先地位.这些数据和庞大的消费市场也是各类跨国公司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动

力.中国需要将自身的数字资源转化为规则和制度,推动数字命运共同体的

制度化,积极建设和创新发展符合当前生产方式的各种多边合作架构,从而

实现中美之间基于规则的良性数字竞争.
再次,从数字资源的地缘分布来看,中国应当奉行 “东亚优先”的数字

战略.东亚地区拥有最为密集的人口和电子设备用户,同时也是重要的硬件

设计、生产和代工的基地,拥有台积电、海力士和三星等世界顶尖的半导体

企业.中国需要将未来的战略重心放在东亚,加强同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的合

作,积极维护地区繁荣与稳定,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在相对短板的硬件生产

方面,面对美国的限制打压与技术瓶颈,中国需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韧

性,克服当前东亚合作中的非结构性问题,以加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为契机,努力推动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打破美国在东亚地区的 “长
臂管辖”和技术封锁.

最后,从数字竞争的具体议题来看,中国需要区分不同层面的竞争关

系,差异化地推动中美在数字领域的协同治理.在生产领域,中美互动的频

率和潜在风险都比较高,中国需要不断加强产业结合的研发能力,增强对美

国法律和国际规则的理解,避免 “美国陷阱”和 “科技脱钩”,同时增强战

略定力,等待美方迫于经济压力而放松限制.在安全领域,中美互动频率较

低,潜在风险较大,因此需要保持畅通的热线机制,对网络安全、数据安全

以及高边疆等重点问题实施风险管控.在金融领域,中美互动频率较高而潜

在风险较低,在中美金融实力差距仍然较大的情况下,中国应避免释放试图

以推动央行数字货币取代SWIFT系统的信号,而是先在美国可接受范围内

将其作为当前国际汇兑体系的补充.在知识领域,中美互动的频率和潜在风

险都相对较低,冲突也更为隐蔽,中国需要同美国国内政治保持距离,同时

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应对美国的偏见和污名化,避免走向意识形态的

剧烈对抗.

(责任编辑:吴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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